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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1160名同学介绍了平时喜欢看的影视节目。只有美国原声电影（汉文字幕）这类节目

获得超过半数学生的喜欢，其后依次的顺序是：韩国电影（汉语配音）、印度电影（汉语配音）、

国产藏语配音影视节目、美国电影（汉语配音）、国产生活类题材影视、国产历史题材影视、国

产战争类题材影视、其他国家电影，最后是日本电影。青年学生的文化生活是他们获取知识、感

悟社会、形成个人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以上10类影视节目的喜爱程度排序中，国产汉语电

影排在第6至第8名，这个文化现象是否显示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某种倾向？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都有哪些？如何才能使广大藏族学生接受并喜爱国产影视节目？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有关部门

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并制订具体的改进措施。 

6．问卷数据向我们展示的藏区基层政府干部基本状况是：（1）廉洁公正、辛苦勤奋、为民

众服务的约占28-40%；（2）不做事、应付上级，挣份工资的约占35-37%；（3）腐败谋私、官

僚主义、办事霸道的约占20-26%。如果这一结构符合客观现实，那么这样一个政治素质和工作能

力的干部结构与普通民众的期待无疑存在距离，也很难将中央的各项精神、政策在基层社区很有

效地的加以落实。 

我们感到这些藏族学生的基本精神状况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当中70%来自西藏和其他藏区农

村，在回答了政治面貌的学生中，有90% 是党团员，但性别比例有些失衡，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这些学生对学校学习环境、家乡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汉族师生和民众的整体评价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出也比较间接地提出了一些在社会经济、干部作风、政府民族政策

等方面的问题与建议。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理解这些年轻一代的藏族大学生、了解他们家乡的发展

情况、了解藏族基层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是十分宝贵和有价值的。 

 

 

【论  文】 

马戎教授复称“国语”的建议有道理
1
 

 

张毅2 

 

    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恢复“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最近，北大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环球

时报》发文呼吁改称“汉语”为“国语”。但学界也有反对改称“国语”的声音，一些人对“国

语”历史缺乏了解的人甚至认为恢复“国语”名称是无事生非，是在做字面文章，此种误解实为

大谬。笔者翻看前几年的几篇反对恢复“国语”名称的文章，例如钮葆先生的《在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中不可以把“普通话”改称“国语”》(以下简称“钮文”)和曹德和教授的《〈语言文字法〉

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下称“曹

文”)，看到这两篇文章在一些论述上有似是而非之嫌。知史明道，这就需要我们拨开笼罩在“国

语”和“普通话”两个名称之上的历史迷雾。 

  一、国家观念的话语反映——民国时期的“国”字化 

  在社会巨变中，语言问题往往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如果把“国语”与其他“国”字头语

词放在一起考察，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些词从产生到被广泛应用再到后来一度成为话语禁忌的时代

原因。 

                                                        
1 此文摘自《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5 年第 1 期。共识网2015-09-23 15:02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923129184_all.html 
2 作者为大同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 

http://www.21ccom.net/plus/search.php?typeid=11&keyword=%D5%C5%D2%E3&starttime=-1&channeltype=-1&orderby=sortrank&kwtype=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923129184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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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国门大开，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国人亟需整理本国文化遗产以重构中华民族的文

化体系。在比对和反证中，与“西方”之“西”相对的“国”字就成了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自认

的重要标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字号”社会文化运动，一时间，“国语”“国

文”“国学”“国医”“国画”“国乐”“国剧”“国术”“国故”“国父”“国民”“国

族”等“国”字属词汇，成为了国人对世纪初国家政治文化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元素。1923 年 1

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1] 

最典型的例子是“国族”，这个词的产生本身就在于强调对民族共和一体的认同。“国语”一词

在当时受到青睐，亦在于以国民通用语言建构为其旨的“语言统一”运动，有着维护国家统一及

促进教育普及之效。彼时其他的“国字头”热词也都与民族身份自认相关。 

当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搞一党独裁，言必称“党国”，可谓以“党”祸“国”。

随着 1949 年因专制腐败和发动内战而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崩溃，“国”字头语词家

族也遭受了殃及。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国字头”话语退出：国共内战在宣传话语斗争上的延续 

  “钮文”质疑《提案》： (《提案》)说建国初期确定使用‘普通话’这个名称是“为避免

使用国民党当权时所通用的‘国语’就选择了‘普通话’一词”。《提案》人如此归纳新中国建

立时对语文政策制定中一些重要名称的选用原因，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有依据，对于这么重大的

事情，是不该全然不提供依据的；如果没有依据，那就是把庄严的提案儿戏化了。实际上，《提

案》所说非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共政治话语斗争形势仍非常严峻。当时的台湾大兴文字狱，

“法国作家左拉的小说，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因是马克思的'弟弟

'而作品遭禁。”“党营文化出版事业的一台台搅拌机轰鸣不止，打算在每个人的大脑里浇铸出

一块块任由党国跑马的广场”，使得台湾的上世纪 50年代成为“汉语自身历史上最为丑陋、粗

鄙的一段”。[2] 

  在大陆，一场肃清国民党统治精神余毒的战争也随即打响。客观地说，对于人民政权的巩固

来说，这样的思想肃清有其必要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关事物的区

分上，当时我们也“采取了冒进的一刀切模式，即‘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

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支持’”。按照这样的逻辑，针对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准备，我们这边

当然需要搞斗争话语上的去“国”化了。于是，“国”字头名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

“国”字可以代表“国民”“国家”，也会让人联想到“民国”“国民党”“党国”之类的词。

由于“国”字在当时被视作国民党反动意识形态的象征，“国字号”被牵连九族。这种“恨屋及

乌”的思维当时普遍存在。 

  “钮文”在质疑“提案”时批评提案人，作为“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提

案》人对‘普通话’和‘国语’这两个概念早于上个世纪初期就并行并用的历史事实不会不知

道，而知道却又这样谬讲，这是很不妥当的”。进而质问：“不把‘普通话’改称‘国语’的道

理是很清楚的。可问题是：对这样一件道理很清楚的事情，怎么却是由几位语言学者身份的政协

委员把它的否命题以《提案》的方式提交给全国政协了呢？”钮文此处措辞欠妥，而且显然忽视

了“国”字头语族在上世纪 50年代到 80年代集体退却的历史。 

  三、用“普通话”反对“国语”：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印记 

  如“钮文”所言，“普通话”和“国语”在民国时期是“并行并用”的，但两个概念被赋予

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二词显然有着朝野地位的不同。为何在建国初“国语”不仅失去了

“在朝”的地位，而且很快也失去了与“普通话”“并行并用”的资格了呢？这是受带有极左倾

向的苏式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使然。受其影响，我们过去一直强调要创造出一种为工农兵所需要

的劳动大众的“普通话”。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8 

  现在来看，瞿秋白、郑伯奇等一些左翼文人的语言文字理论在重视人民群众鲜活的口语实践

和语文现代化方面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其倡导与语言雅化背离的俗化，以及要求废除汉字的偏

激观点，也显示出了其作为非专业语言工作者对汉语言文字本身民族性特点的忽视，而且其语言

理论的许多方面也不具备语言学的科学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杨慧指出的那样：瞿秋白在

“无产阶级无上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二者之间充满了矛盾纠结，“构成了瞿秋白思想深处的文化

矛盾乃至个人思想危机”。[3] 对此，解放前茅盾先生曾作过批评分析，但并不深入。建国初，

由于我们在语言文字理论建设上准备得不够充分，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尚未得到全面清晰梳理的

语言文字理论，成为了当时指导语言文字工作的为数不多的理论遗产,影响了当时语言文字政策

的制定(包括对于“国语”和“普通话”名称抑扬存废的选择)。 

  三、双语发展、“两全其美”--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语言格局 

  上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国际冷战阴云散去，两岸意识形态对骂也偃旗息鼓，中华民族

迎来了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造就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字头语族获得了重

生的条件。如果说 20世纪初期“国”字头现象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半殖民地语境中的挣扎抗争的

话，新时期“国”字头语族的崛起，则是随中国国力日强之势，国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大举

入侵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努力摆脱文化边缘心态，以重新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语言表征。 

  1988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张镜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王嘉实主张

复用“国乐”名称；2000年，教育部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傅谨呼吁复用“国

剧”名称；语文教育工作者龚仁贵（2001）、江川（2002）、彭光宇（2010）等呼吁复用“国语”

“国文”名称。 

  “国语”归正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在民族问题认识上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误

区。“钮文”和“曹文”在其论述中就以“普通话”更能体现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语言平等为论

据，否定“国语”归来的意义。曹文承认：“毋庸讳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废止国语，同苏

联影响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关系。”曹文多处引用前苏联一些人的观点和瞿秋白当年转述复制来的

前苏联语言理论，以已经解体了的苏联过去的语言理论作为圭臬，似有很大的商榷空间。 

  首先，前苏联的国家语言规划存在着重大缺陷。前苏联的解体与其语言政策的失误不无关系。

以其为戒，今天我们既要借鉴他们在保护各民族平等权利上的一些思路和举措，也要充分认识其

语言政策的失误。其实，在上世纪 2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苏联民族政策的策略性和意识形态性

已有过分析。一个庞大的多族群国家由于没有长远的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与法制建设，只能自吞

苦果。前苏联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将俄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推广的法律框架”，[4] 没有

确立俄语国家通用语的地位，致使其“语言政策未能有效地发挥对国家认同应有的促进作用”。 

  其次，必须看到我国的总体语言战略规划和法制建设明显优于前苏联。如果说建国初我们的

语言工作还有着仿苏色彩的话，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

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思路。所以当今我们在讨论语文问题时，不应处处再拿

一个已经解体的他国的政策来作立论的依据。我国语言政策是根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

特点制定的，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权利，能够保证各民族语言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重视服务于民族

国家构建的大局，以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社会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谓"多元"就是民族之间地位平等，所谓一体就是有着共同的政治认同

和超越各族群之上的共同的文化认同。我国公民具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两种身份，因此，在语

言认同上既要认同本族群的语言，又要认同国家通用语，学好双语。张文木在论述中国国家语言

战略规划时指出：“国语是国家公民统一使用的无差别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国语是通过国家教

育实现的；族群语言和地区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有差别的交流工

具。”[5]“钮文”“曹文”在论述中都显然混淆了族群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功用，忽视了“国语”

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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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语”归来——我国当前统战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 

  1985年，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指出：“全国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叫做国语，也未尝不

可。”[6]而“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理上是否严谨，这在国家语委内部也有过讨论。1995年，

时任国家语委语言组书记的林炎志先生透露：“‘普通话’一词将逐渐改用‘通用语’。语言文

字工作不久将进入法制化管理的层次，‘普通话’作为法律用语，不够严密。‘通用语’是高于

各民族语言的用语。‘普通话’只是指汉民族语言的普及用语。‘通用语’还赋有国家地位，在

国际上也能接轨。同时，采用这一概念，也是符合宪法的。通过推广‘通用语’即推广普通话，

有助于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7]  林先生是主张以“通用语”的说法代替“普通话’。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学术界，郭熙、田惠刚、曹桑等先生也纷纷提出“普通话”更名的建议，

可见“普通话”这个名称在学者那里已经祛魅，而“国语”也不再是政治忌语。根据汉语构词惯

例，“国家通用语言”这一短语的简称就是“国语”，和“普通话”根本不挨边。种种拒斥“国

语”的意见都因循着历史的成见，在伟大的变革时代的映衬下，更显抱残守缺的局促。 

  名称问题关乎中华民族语言生态建设的问题（是要雅化还是俗化），更关系到对国家忠诚的

公民教育问题。在此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应把思想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上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作

为国家公民的基本语言能力之一，应通过学校教育使公民拥有这一能力得到切实的保障。《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

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必须认识到，在公民教育中推广国

家通用语（即“国语”）对于形塑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意义重大。2009年 3月 7日，全国政协

委员、民革新疆区委会主委蒋平安在“两会”日记对于讲“国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方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是通过立法加强汉

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言文字是提高中华文化在各少数民族中认同感的更

重要的途径。”[8] 

  当前，大陆地区应从文化统战的高度，兼顾台湾地区的社会母语课程的现状及台湾特殊的政

治生态。多年以来，一些台独分子鼓吹自己不是中国人，而仅是“含有汉族血统的汉人与中华文

化素养的华人”。2010年马英九主政时，“国语文”改“华语文”传说再起，台湾两岸统合学

会立即发表声明痛斥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郑声乱雅、乱紫夺朱”。声明严正指出：

更改国语文课程名称是“大是大非之事”，“‘国文’变成‘华文’，‘国语’变成‘华语’时，

国基崩毁、魂魄不存!”[9]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恢复“国语”名称，意在强调中华民族拥有同一“族际共同语”（周有光语）课

程和共同的“社会母语”（王宁语）课程，有助于“一国”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正像王东杰先生

指出的那样：“通过‘正名’，人们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

历史裂纹。正是通过类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语行为’，那个‘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

是线性的国族叙事被不断修改，又不断成形——尽管言说并非塑造历史的唯一方式。”[10] 如

果说“普通话”名称受青睐是革命年代左翼语文运动使然的话，当今恢复“国语”称谓正是“缝

合历史裂纹”和进行新的“国族叙事”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世兴我。当前，我国正在展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全面复兴的“中国梦”民族想象过程中，“国

语”归来当为应有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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